
1 

宋庆龄与“伤兵之友”运动 
朱玖琳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89-395页。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努力促进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的积极行动，不仅有助于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缓解了她与家人之间的长久隔阂。国共两党冰释

前嫌，宋庆龄也与她久已疏远的家人重新团聚在了一起。1940年3月28

日，宋美龄在香港召集妇女团体开会，呼吁港人响应政府正在重庆蓬勃开

展的征求10万“伤兵之友”的运动，宋庆龄第一个站起来予以呼应。 

一、“伤兵之友”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伤兵之友”(以下简称“伤友”)运动的宗旨是作“为保土而流血”

的负伤官兵的朋友，为他们提供医疗卫生等服务，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

精神上安慰他们。1940年，这一运动在重庆以征求10万“伤友”的形式

达到高潮。 

“伤友”运动源起于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后。1938年11月11日，

日军继攻占徐州、武汉之后，又占领了湖南重镇洛阳。日寇嚣张的气势直

逼与前线仅 230 华里之遥的湖南省政府所在地长沙。12 日上午九时许，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文电。林传谕说：“我

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旋即又接到蒋限令一小时到的密电，云：“长

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1张随即召集部署焚火事宜。由于蒋早在武汉

弃守之后便在长沙亲自主持会议，确定“焦土抗战”方针，因此张已拟定

以彻底破坏长沙为目的的焚火计划。湖南是伤兵集中的地方，当时全长沙

共有十几个伤兵医院，均人满为患。2下午 1 时至 3 时间，张召见了伤兵

                                                        
1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2 见《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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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处长汪强等人。张问汪：伤兵“什么时候能输送完毕？”汪答：“16

日能运完。”张当时还嘱托汪“最好能提前于14日运完，愈快愈好。”1但

是，13 日临晨三时许，敌人炮火未到，惊慌失措的军警竟误听谣言，擅

自挨家沿户点火，长沙顷刻间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连烧三昼夜不止，

死伤二万余人，这其中包括许多行动不便的重伤官兵。伤兵死伤严重与许

多医院负责人临阵脱逃有关。在大火的前一周间，“医院的负责人许多弃

职而逃，弄的伤兵流离颠沛”。2此次火起就是因为长沙南门外一疏于管理

的伤兵医院不慎起火。当营救人员“在伤兵医院的瓦砾堆里找到不少还有

一口气的伤病员”时，“活着的伤员无不破口大骂，要求严惩纵火首犯”。

3劫后余生的伤兵被分批送往衡阳，他们历经风霜，状极凄苦。目睹惨状，

衡阳人自发地组织起“伤兵之友社”，“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为

伤兵服务。以后这一形式传播于大江南北数省，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

其事。 

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使日寇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痴梦落空，抗日战

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

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期。“中国将独立，还是沦

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

族努力的程度。”“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必须尊重士兵，尊重人民。4然而就在这一需要全体兵民共

同努力的关键时刻刚刚到来之际，便发生了长沙大火这样伤民心、泄士气

的惨剧，实在令人不堪，蒋介石必须为政府挽回面子。 

1940年，乘纪念“新生活运动”六周年之际，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伤

                                                        
1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2 《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7日。 
3 《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33、476-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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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总社，并隆重推出征求10万“伤友”的运动。在2月18日的纪念广

播演讲中，蒋说：抗战“已经到了成败存亡的最要关头”，“因为我们将士

与全体同胞的牺牲和努力”，“所以我们在军事上，不单是奠定了最后胜利

的基础，而且确实愈战愈强”。1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亲任“伤友”总

社社长，他在19日的广播演讲中也强调民族精神是“对外奠定御侮图存

的基础。”2 

只有团结全国各民族、各党派的力量，民族精神才会在御侮图强中发

扬光大。蒋介石把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归结为他1934 年于南昌“剿共”行

营中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基准----礼、义、廉、耻。与原先的纯粹封

建说教不同，蒋十分识时务地根据形势重新解释了礼、义、廉、耻的意义。

他说：“礼要进到严严整整的纪律，义要进到慷慷慨慨的牺牲，廉要进到

切切实实的节约，耻要进到轰轰烈烈的奋斗。”3这一诠释无疑具有切实的

进步意义。“新生活运动”本是借宣扬传统文化之名，行封建专制统治之

实。宋庆龄曾评价“新生活运动”说：“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

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

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因不

合时宜而趋于没落。孔祥熙却在19日的广播演讲中，不顾事实，大谈“新

生活运动”开展6年来的成就，竭力宣扬中华民族在“最高领袖”领导之

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如何进步。很显然，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

六周年之际隆重推出征求10万“伤友”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重

振业已没落的“新生活运动”，继续为他的独裁政治服务。 

的确，就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蒋一面称中国已经到了

                                                        
1 《中央日报》，1940年2月20日。 
2 香港《大公报》，1940年2月23日。 
3 《中央日报》，1940年2月20日。 
4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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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存亡的最紧要关头，一面又无视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战场是相持阶段主

战场的重要作用，重显“剿共”面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1939 年

12月至1940年3月间，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二、香港的征求“伤兵之友”运动 

1940年3月前后，伤病缠身的宋美龄来到香港疗养，住进了大姐宋蔼

龄的家。在姐妹的邀请下，宋庆龄也搬来同住。多年隔阂之后，三姐妹又

一同聚集在一个屋檐之下，仿佛重又回到了亲密无间的少女时代。此时的

宋庆龄对刚刚发生的反共事件还浑然不知，她完全沉浸在国共合作和姐妹

团聚的喜悦之中。 

3月28日，宋美龄在宋蔼龄寓所召集在港的妇女慰劳会、香港新生活

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香港女青年会、儿童

保育会、广州妇女青年会等妇女团体领袖开会，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

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也被作为妇女团体应邀与会。会上，宋美龄称赞宋

庆龄“年来致力于襄助工业合作社与红十字会之发展，其努力之处，不仅

为我人模范，且足以为我人效法。孙夫人对国际上宣传，尤为努力，使各

国人士，对我抗战建国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有更深刻之认识。而影响所

及，各友邦人士年来踊跃捐助我国以大量慰问品。”1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分

发救援物资时，往往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遗忘”，因此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主要为这些地区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所竭力支持的工

业合作社也带有同样色彩。所以宋美龄的公开称赞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作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兼“伤兵之友”征求队名誉总

队长的宋美龄随后又说：“各团体已往之工作，已有良好表现。惟以本人

之意见，今后各妇女团体应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向同一目标迈进。‘伤

                                                        
1 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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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友’运动，为一最值得赞助之运动，彼辈勇士为御侮而牺牲，为保土

而流血，实属值得吾人钦敬，应各尽所能，加以协助”。1宋美龄言毕，宋

庆龄立即起立致辞，对宋美龄“忠忱爱国，备致赞扬。并提议成立香港‘伤

兵之友’运动会。以孔夫人为名誉会长”。2宋庆龄的提议得到与会者一致

赞成，大家还决定由与会的7团体各派1人，共同组成常务委员会，由伍

朝枢夫人何宝芳任主席。 

为了粉碎敌人所捏造的宋氏家族弃国远避的谣言，3月31日，汪伪政

府成立的第二天，三姐妹联袂同机从香港飞抵正在日寇狂轰烂炸之下的重

庆。香港《大公报》称：“闻蒋、孙、孔三夫人为推广‘伤兵之友’运动，

将赴前线一行。”34 月 7日，宋美龄在私邸举行茶会招待两个姐姐。到会

的有中外妇女界200人，蒋介石也亲自出面欢迎，堪为战时首都之盛会。

宋美龄用中、英文次第致欢迎辞说：“孙夫人和孔夫人不仅是我的姊姊，

而且也是全国姊妹们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

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也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推动伤

兵之友运动，……今天，就在这里要求两位姊姊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

4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重庆《新华日报》详细报道这一欢迎会并刊登宋庆

龄为该报的亲笔题词——“抗战到底”的同时，《中央日报》却把宋美龄

专对宋庆龄的赞美词以及宋庆龄鼓励妇女参与民主政治的讲话均略去了。

国共两党两份报纸各自的报道态度，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微妙性。 

虽然宋氏三姐妹并不像香港《大公报》所称是为推广“伤友”运动来

到重庆，但是对于征求10万“伤友”运动正进入高潮的重庆而言，三姐

妹的一系列战地视察和慰问伤兵的活动无疑具有团结民心和鼓舞士气的

                                                        
1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2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3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4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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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4月20日，重庆的征求运动结束。“伤友”总社社长、征求队总队

长孔祥熙在嘉陵宾馆宴请各征求队负责人。孔祥熙向与会者公布了“伤友”

总社全体理事的名单，三姐妹均名列其中。宴会结束后，“伤友”总社召

开了全体理事会议，“讨论今后进行事宜”。1 

重庆的征求运动已经结束了，而香港的征求运动此时正渐进高潮。香

港的征求“伤友”运动一开始是很零星的，香港新闻界也只是偶尔报道一

下。自从宋美龄对香港妇女领袖发出吁请之后，整个香港的征求势头被带

动了起来，香港新闻界连篇累牍地在要版予以报道，使气氛更加热烈。 

    4月1日,宋庆龄首倡的“香港妇女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以

下简称妇女界委员会）正式成立。按照3月28日会议的原定计划，组织

大纲规定：该委员会为7妇女团体（前已叙）的联合组织；委员由主席和

7团体代表共8人组成；负责策动香港侨团组织分队，分普通队和个人队

两种，由妇女团体和热心妇女组队；委员会下社总务、财务、审核、调查、

设计、交际、宣传7组，7团体各领1组。2 

就在妇女界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天，华侨教育会香港分会、九龙教育联

合会共同成立“香港九龙学界‘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4 月 2 日，香

港华人文员协会、青年记者学会等团体联合成立“香港各界征求伤兵之友

社推进社”。4 月 3 日，华商总会赈济会成立“征求伤兵之友香港华商队

委员会”；香港学生赈济会召开第一次征求委员会会议。以后陆续成立的

还有“香港书业公会伤兵之友分社”、“香港基督教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

“香港树胶业总工会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港九工团征求伤兵之友委

员会”等等。截止4月16日止，参加侨团达60个以上。这其中有部分如

华侨教育会香港分会、九龙教育联合会、华商总会赈济会等组织原已响应

                                                        
1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1日。 
2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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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港发起征求，只是影响不大。 

短短十余日间，弹丸之地的香港便成立了数十个征求组织，并且各揽

其事，这就给重庆方面的汇总、统计等工作带来了麻烦。于是，直接“领

蒋夫人命”成立的妇女界委员会以正统自居，意欲统揽全局。主席何宝芳

一再向新闻界表示妇女界委员会并不摈斥非妇女组织或个人，她希望“各

界名流及团体学校分别屈就分队长，以期群策群力，成此伟举”。1妇女界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还特别决定将征求范围加以扩大，修正原组织大纲的内

容，将其中关于“妇女界”的名称，一律改为“各界”,负责组队的从原

来的“妇女团体”和“热心妇女”改成“各界团体”和“热心人士”。但

是由于各团体和个人队的名称前必须冠以“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

动委员会”的字样，压抑了其他团体的地位，所以应者寥寥。香港各侨团

均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于是各组织之间、同一组织的各个分队之间

步骤不一，行动混乱，有人甚至把征集到的捐款直接“汇往蒋夫人收”。

为此，妇女界委员会特发表声明，所属各队必须将所征得的款项交财务组

代收（500 元以上的中国银行可代收），由财务组统一缴解重庆总社，不

得直接汇往重庆。妇女界委员会还特别解释了该会“伤兵之友”纪念证章

的分发之所以延滞，是因为制造厂商同时接制其他团体的制章定单，因而

一时间无法满足妇女界委员会的需要。 

5 月 7 日是妇女界委员会原定征求截止日，该会与当日公布了征求结

果，但同时宣布延后结束日期。妇女界委员会始终没有放弃统一各团体行

动步骤的努力，但不再坚持统领权。在该会的一再号召下，5 月 16 日，

领导香港征求“伤友”运动的6大团体——港澳赈济会、妇女界委员会、

华商总会、港九学界委员会、港九侨工团体委员会、粤侨救济桑梓会举行

                                                        
1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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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商讨结束办法。会议决定香港征求“伤友”运动统一于5月底

结束，各团体自行登报公布征求结果，所收款项由重庆“伤友”总社核收，

但须将数额通知港澳赈济会，以便汇编统计。15 月 17 日，6 团体依次以

“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港九侨工团体征求伤兵之友委

员会、港澳赈济会征求伤兵之友队、征求伤兵之友香港华商队委员会、香

港九龙学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粤侨救济桑梓会征求伤兵之友队”

的名义联合登报，向香港公民公告会议情况，宣布运动结束日期为 5 月

31日。 

三、宋庆龄的态度 

“伤友”运动之所以蓬勃兴起，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同时

“伤友”运动蓬勃兴起之时，正是国共两党的关系自第二次合作后首次陷

入危机的时候。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宋庆龄对“伤友”运动的复杂

态度。对该运动本身，宋庆龄是积极支持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她正直的

人生态度外，既有她对形势发展的正确认识，也包含了妹妹宋美龄的因素。

但鉴于政府发动征求10万“伤友”运动的错综复杂的用意，宋庆龄在沉

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宋庆龄就在上海交通大学内迅速筹

建了一所伤兵医院。她十分关心伤兵的精神生活，自己出资购买唱机，并

根据伤兵多为广东人的特点细心地挑选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唱片。她

甚至身着护士服，亲自为伤兵服务。当时，宋庆龄曾请一位著名的外交官

夫人帮忙物色一些人来为伤兵服务，结果这位夫人傲慢无礼地大声说：

“这不可能！我们的姑娘都出身高贵，她们不能去医院照顾那些粗人。……

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姐妹去做那种事，去和当兵的打交道！”宋庆

                                                        
1 香港《大公报》，194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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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语气和缓但言词犀利地回敬她道：“我懂了，你们是要他们为你们去死，

而不愿意他们和你们一起去死。”1 

“伤友”运动蓬勃兴起后，政府宣传机构曾一再提到这一运动对改变

人们对军人的态度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这是政府在故意混淆视听，倒置因

果。事实上是因为人们改变了对军人的态度才促进了“伤友”运动的全面

开展，而不是“伤友”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中国人轻视军人的

确有历史渊源，但同时也是现实使然。当局投入大量兵力进行长年内战，

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再加上国民党军纪涣散，经常骚扰百姓，普通

百姓当然不会对军人有好感。然而军人为保土御侮而牺牲性质就完全两样

了。自从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后，国民党政府在人民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为民而战的军队自然会受到人民的真心爱戴。 

为抗日的伤兵服务是举国拥护的事情，早已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成为

“伤兵之友”的宋庆龄自然不会反对，因此她第一个站起来带头呼应宋美

龄的吁请，并对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被视作香港妇女团体之一未提出

异议。 

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代表保盟参加了妇女界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作为

组成该委员会的7团体之一，保盟负责审核所有帐目。由于一切捐款均上

缴重庆总社，不得作为行政开支，保盟特意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委员会

的行政管理开支，此举不啻为雪中送炭。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保盟以

“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大同盟队”之名，由廖梦醒代表，

请领了100份“伤兵之友”证章。宋美龄在香港呼吁发起征求运动的目的

“系在将此种运动推广于海外而已”。2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是一个努力于对

外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机构。宋美龄在3月28日会议上首次公开赞扬

                                                        
1 埃德加·斯诺：《她为中国民众而战》，尹君生、安危著：《埃德加·斯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2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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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的保盟事业，除了表示一种姿态外，无非也是想通过保盟向海外募

款。这是一件与国有利的事情，宋庆龄没有使宋美龄失望。1940 年 5 月

15日，发行海外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6期在封面刊登了宋美

龄为该刊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并以《“伤兵之友”运动在香

港——蒋夫人盛赞孙夫人》为题，详细报道了3月28日会议的内容，以

及成为“伤兵之友”的具体方法和奖励形式。1 

“伤友”运动经层层推动，在 1940 年 4 月至 6 月间，在香港开展得

轰轰烈烈，各团体之间甚至暗中较劲，一比高下。保盟没有加入这一无谓

的竞争，从 5 月 8 日香港《大公报》公布的结果来看，保盟募得捐款 3

万港币（合10万国币），在11个团体队和10个个人队中名列第十。但这

并不说明保盟对为伤兵服务不积极。由于分到共产党统治区的救援物资极

少，因而保盟一向“特别致力于帮助华北和华中游记区的伤员和战争受害

者”。2保盟不可能因为参加“伤友”运动而影响自己的主要任务，宋庆龄

要把援助之手伸向“需要最迫切的地方”。 

《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评价征求10万“伤友”运动说：“我们认

为这是抗战现阶段巩固后方加强军民合作最紧要的任务。”“救护伤兵帮

助伤兵的工作是须要广大民众来参加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一

点，便是对于这一工作，政府当局应该更积极担负起重大的任务来，……

光靠民众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非有政府来积极主持不可。”1 

政府“缺乏”“积极主持”伤兵工作的资金，但同时却不惜重金“剿

共”。对于正在屡屡发生的反共事件，宋庆龄通过重庆之行已有所耳闻。

不久前还沉浸在国共合作、姐妹团聚的欢愉中的宋庆龄陷入了沉思。在重

庆没完没了的欢迎会上，宋庆龄常常感觉自己是个摆设，于是“孙夫人言

                                                        
1 见吴景平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5页。 
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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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多”或“孙夫人含笑不语”之类的话常常见诸报端。5月9日，宋庆

龄重又回到香港。这一次，她令妹妹失望了，未能如其所愿在重庆长留。 

宋庆龄回到香港时，香港的征求“伤友”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是和在

重庆时一样，宋庆龄没有就征求10万“伤友”运动向新闻界发表任何讲

话。5 月 19 日，宋蔼龄在私邸开茶会招待各妇女界领袖，对她们在征求

“伤兵之友”运动中“努力工作之精神，极表敬佩”。2宋庆龄亦参加了茶

会，但她只是应邀到场，在会上始终未置一词。次日，在向香港新闻界发

表的《渝行观感》中，她指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方面，“自抗战以来，

已有诸多进步，但尚未达到应有之程度”，“一部分负责人员视抗战建国纲

领为具文”，“对于主义，空言拥护者不乏其人。对于抗战中加强改善民生，

尚少明确具体之实际办法”。宋庆龄回港后，不断有人就反共事件询问宋

庆龄。宋庆龄一面指出这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一面痛斥“少

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国共关系恶化的宣传，“实妄人也”。3 

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的征求“伤友”的运动相继落下了帷幕。就对抗

日战争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言，这一运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由于国民

党政府将政治阴谋加诸这一运动，从而致使宋庆龄由原来的积极支持转向

沉默。即使这样，她也没有让保盟停止行动，只是保盟不像香港的其他侨

团那样盲目跟从政府。针对国民党政府重又出现的反共苗头，宋庆龄婉转

地进行了批评，她殷切希望国共两党能放弃党争，团结一致，御侮图强。 

“伤兵之友”运动从侧面折射出当时国共关系的微妙性，宋庆龄对“伤

兵之友”运动的态度则反映了她在这一微妙时期的立场。1941 年初，更

为严重的反共事件    “皖南事变”爆发了。宋庆龄得知后立即与何香凝

                                                                                                                                                               
1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1日。 
2 香港《大公报》，1940年5月20日。 
3 香港《大公报》，194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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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电斥蒋介石，《保盟新闻通讯》也第一个向国外披露了事件的真相。

为此，她与家人的关系又一次陷入僵局……。 


